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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论上，“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削减了财政层级，有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
力进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但学者对该政策评价褒贬不一。基于江西省 80 个县( 市) 5 年的面板数
据构建多期 DID模型，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否会对县域经济造成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测试影响效果的持续性。研究结果发现，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被直管县的经济增长
有促进作用，但是改革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直至第四年才初见成效。与没有实行“省直管
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县( 市) 相比，被直管县( 市) 的经济增长速度快 4． 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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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经济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调控国家、企业与个人，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
配与经济关系的重要机制［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的发展历程包括三个重要节点: 1980 年的“分灶
吃饭”、1988 年的“财政包干”和 1994 年的分税制，其中分税制对于财政体制改革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初步
规范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2］。但是县级及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并没有理顺，逐渐显
现出较多弊端，如财政层级过多、市县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也不匹配等［3］。为克服上述弊端，浙江省最先
自发创新出了“强县扩权”模式，赋予经济强县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大大激发了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管理社
会事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正式进入了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改革之路［4 － 5］。“省直管县”主要是指省
级直接管理地市与县( 市) 的财政，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进行划分，以及各项资金的补助与调度都是省与
地市和县( 市) 直接对接;而地市则没有管理县( 市) 财政的职能，不直接与县( 市) 发生财政关系。江西、吉
林、山东、安徽等省份陆续开展了省直管县改革的试点工作。2005 年以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的工作不断出现在全国各种重要的工作会议中。2009 年，政府公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



意见》( 财预［2009］78 号) ，力争在 2012 年底全国铺开“省直管县”财政制度( 除民族自治地区外) 。据全国
预算与会计研究会课题组统计，截至 2009 年底，我国正在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范围覆盖了
24 个省份、875 个县市［6］。

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国外主要是两级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并不存在省直管县的问题，所以本文主要对
国内文献进行归纳。通过综述“省直管县”与县域经济关系的文献，发现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省直管县”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贾康、白景明认为，“省直管县”确实削减了财政层
级，对缓解县乡的财政困难、促进县域发展有明显作用［7］。周波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可以有效解决
“市管县”的弊端，建议县级财权和事权的匹配，有利于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8］。贾康、于长革研究表明，“省
直管县”改革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县级政府的财力和资金的使用效率［9］。李夏影以湖北省为例，选取全省 52
县市 2001 － 2007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省直管县对县域经济的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
著促进作用［10］。

第二种观点是，“省直管县”改革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贾俊雪等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全国
2000 － 2005 年间县级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对于我国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作
用［11］。研究结果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表明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不仅不能提升县级政府的财政自给能
力，反而还会加剧县级财政的困境。

第三种观点是，“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并没有任何显著作用。张永杰、耿强基于 1997 － 2005
年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县级面板数据，研究省直管县对县域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
增长的影响有正有负，但是在统计上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省直管县”在此研究对县域经济增长并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2］。

江西省作为中部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大多数地级市的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辐射能力较差，而县和县
级市作为直接管理的一级政权，发展愿望强烈。这就会导致在地市与县在各自发展过程出现许多矛盾，此时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钥匙。但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江西的县域经济究竟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较少研究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例，基于县域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为此，本研究使用县域面板数据分析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
经济的影响以及影响效果的持续性，为进一步深化“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支撑。

二、数据与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为了简化行政管理层级，扩大县市财权，促进县域经济发展，2005 年，江西省在兴国县、宁都县、于都县

等 21 个财力相对困难的县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试点工作。2007 年，又新增了浮梁县、武宁县、永修
县等 38 个县( 市) ，“省直管县”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 59 个县( 市) 。直到 2009 年，“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
覆盖了江西所有县( 市) ( 见表 1) 。由于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属于分批次( 分年度) 的试点改革，在
研究期( 2004 － 2008 年) ，80 个总样本中有 21 个县( 市) 始终未参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这种数
据结构可以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并对其效果进行估计。所以，本研究最终
的样本集合为江西的 80 个县( 市) ①( 包括 70 个县，10 个县级市) 2004 ～ 2008 年间 5 年的面板数据，共 400
个样本点。数据来自于 2004———2008 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的各县( 市) 统计数据部分，为了消除通胀等
因素的影响，将数据中的经济指标均折算为 2003 年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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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9年之前，江西共有 80 个县( 市) ，其中 70 个县，10 个县级市。2010 年 9 月，共青城市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县级市，此时江西有 81
个县( 市) ，其中 70 个县，11 个县级市。2013 年 11 月，2015 年 2 月和 7 月，赣州市的南康市、上饶市的广丰县和南昌市的新建县分别被撤县设
区，故截止 2015 年末，江西设有 22 个市辖区、10 个县级市、68 个县。



表 1 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分年度试点一览表

改革试点 2005 年 2007 年 2009 年

数量( 比例) 21 个( 26． 25% ) 38 个( 47． 5% ) 21 个( 26． 25% )

试点县( 市)

兴国县、宁都县、于都县、寻乌县、
会昌县、安远县、上犹县、赣县、
井冈山市、永新县、遂川县、
吉安县、万安县、上饶县、横峰县、
鄱阳县、余干县、广昌县、乐安县、
修水县、莲花县

浮梁县、武宁县、永修县、都昌县、
湖口县、彭泽县、星子县、九江县、
余江县、南康市、信丰县、定南县、
全南县、瑞金市、石城县、奉新县、
万载县、上高县、宜丰县、靖安县、
铜鼓县、玉山县、铅山县、弋阳县、
万年县、婺源县、吉水县、永丰县、
安福县、峡江县、南城县、南丰县、
黎川县、崇仁县、宜黄县、金溪县、
资溪县、东乡县

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安义县、
乐平市、上栗县、芦溪县、德安县、
瑞昌县、分宜县、贵溪市、大余县、
崇义县、龙南县、丰城市、高安市、
樟树市、广丰县、德兴市、新干县、
泰和县

数据来源:根据江西省财政厅所提供的资料整理而得。

( 二) 研究方法
双重差分方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 的基本构想就是借助一个外生的公共政策所产生的横向

截面和时间纵向的双重差异来分析该政策的“处理效应”( Treatment effect) ［13］。具体到本研究，大致步骤就
是将江西所有的县样本分为两组，一组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试点县( 称为“实验组”) ，另一组是其他非试点
县( 称为“控制组”) ，分别测算这两组样本县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政策实施前后县域经济指标的变化值，而
两个变化量的差值( 差分值) 就可以用于测算该政策的实际效果。DID最早是应用在自然实验评估中，后来
在经济学和政策学的评价领域中也被广泛采纳。很多专家学者利用 DID 方法进行政策影响评价研究，例如
Gruber等和 Feldstein用该方法分析了美国 1986 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对人们行为的影响［14 － 15］。周黎安、陈烨
等利用 DID模型研究了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作用［16］。封进等基于该方法评估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价格效应［17］。郑新业等基于河南省数据，利用该方法估计了“省直管县”改革对
县域经济的作用［18］。刘佳等利用我国六省 6 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
能力的作用［4］。

考虑到江西省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分年度推进试点的特征，本文采用适用于多期数据的多期
DID模型( Multi － stage DID model) ，对“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其持续性进行考察。
假设 Z是县域经济结果随机量，X =1 或 0 分别表示样本县是否参与改革，参与改革试点所产生的效应为 E
( Z | X = 1) － E( Z | X = 0) ，假设随机变量 Z与 X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对于县域个体 i在 t时期，模型设定:

Zit = α0 + α1Xit + α2Wit + μt + ai + εit ( 1)
其中，Zit 表示县域经济指标在 t时期样本 i的指标值; Xit 表示 t时期样本县 i是否实行“省直管县”财政

体制改革的虚拟变量，反映参与改革的净效果; Wit 是一组会影响指标 Z的、可观测的控制变量; ut 表示时期 t
的虚拟变量，反映时变不可观测因素效应; ai代表样本县 i个体某些不会跟随着时间变化的特征，可以用于表
示样本间一些不可观测到的差异效应; !it为随机扰动项，并符合独立同分布的特征。

( 三) 变量选取
因变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因此本研究将围绕这个目标设置

代表政策效果的因变量 Zit。借鉴了郑新业等( 2011 ) 的研究，县域经济增长最终用县域实际 GDP 增长率
( % ) 表征。表 2 展示了相关变量的名称和描述性统计 ( 见表 2 ) 。从表中可以发现，江西 80 个县 ( 市) 在
2004 － 2008 五年间的实际 GDP平均增长率为 7． 02%。

自变量。自变量 Xit表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虚拟变量，其一“改革所有年”反映江西推行
省管县改革的虚拟变量，该县( 市) 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当年和往后年份取值为 1，若否为 0，表
示参与改革与否的净效果;其二为了测度该政策的效果持续效应及其变化趋势，本文设计了四个虚拟变量，
即“改革第 i年”，分别表示当该县处于改革第 i 年时等于 1，其他年份则为 0。其中改革第 1 年就是改革当
年，依此类推。

控制变量。借鉴郑新业等［18］研究，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实际 GDP增长率的影响，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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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了人口增长率( % ) 、农业 GDP比重( % ) 、投资增长率( % ) 等变量，分别反映劳动力扩张、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和投资增加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表 1 的统计分析得知，江西 80 个县( 市) 在 2004 － 2008 五
年间的人口增长率平均值为 1． 11% ;农业 GDP占县域总 GDP比重平均值为 26． 08%，但是县域差异非常大，
农业 GDP比重最大和最小值分别为 48． 25%和 6． 75%，相差约 42 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和储蓄增长率的平
均值分别为 27． 58%和 5． 64%，县域差异也比较显著。另外，考虑到县级市已得到省的协管，“省直管县”财
政体制改革对县和县级市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在检验改革政策效果中应予以控制，为此设置县级市虚拟变
量( 即县级市为 1，县为 0) 。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实际 GDP增长率( % ) 400 7． 02 6． 73 45． 47 － 17． 21
人口增长率( % ) 400 1． 11 1． 91 15． 53 － 7． 13
农业 GDP比重( % ) 400 26． 08 8． 00 48． 25 6． 75
投资增长率( % ) 400 27． 58 42． 69 275． 02 － 84． 36
储蓄增长率( % ) 400 5． 64 7． 72 49． 88 － 33． 43

县级市 400 0． 12 0． 33 1 0

数据来源:江西统计年鉴( 2005 － 2009 年) 。

三、实证结果与讨论

( 一) 关于研究方法适用性的检验
应用 DID模型的目的是剔除非政策因素的影响，前提是公共政策的变化必须是外生的，这样才能保证

估计的有效性。对于本研究考察的县级单位，虽然由省财政部门确定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县
( 市) 理论上为外生变量，但实际上财政改革试点县( 市) 的选择并非随机抽取，而是选择了财政实力相对较
弱的县域。如果有一些未被观测到的、且与县域实际 GDP增长率相关的因素，同时影响到一个县( 市) 是否
被列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县( 市) ，比如，认为县域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县更可能纳入财政体制
的改革试点范围，那么非试点县( 市) 就不算标准的对照组，政策评估结果也会存在偏差，所以有必要对上述
疑虑进行检验。

表 3 Probit二元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因变量
是否第一批试点( 1) 是否第二批试点( 2) 是否改革试点( 3)

实际 GDP增长率 － 0． 76( － 0． 23) － 0． 25( － 0． 06) － 0． 30( － 0． 07)

人均财政收入 － 1． 73＊＊＊ ( － 3． 85) － 1． 77＊＊＊ ( － 2． 79) － 1． 75＊＊＊ ( － 3． 48)

农业 GDP比重 2． 28( 1． 12) 14． 34( 4． 86) 11． 48＊＊＊ ( 4． 56)

投资增长率 － 0． 21* ( － 1． 73) － 0． 26* ( － 1． 75) － 0． 26＊＊ ( － 1． 99)

人口增长率 0． 05( 0． 65) 0． 001( 0． 01) － 0． 003( － 0． 06)

样本数量 160 118 160

R － squared 0． 23 0． 42 0． 43

注: 上述模型中括号内均为基于稳健标准差( Robust Standard Error) 计算的 Z 统计量; * 、＊＊、＊＊＊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是否第二批改革试点模型中扣除了第一批试点县 21，故剩下 59 个样本县( 市) 共 118 个样本
点; 上述模型均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和常数项。

采用 Probit模型检验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选择的影响因素，为了保证数据平稳的有效性，
避免指标值的偶然性和突发性，选用改革前两年( 2003 － 2004 年) 的数据进行检验。设置了“是否第一批试
点”、“是否第二批试点”和“是否改革试点”等三个因变量( 1 =是; 0 =否) ，多重验证试点选择标准与县域经
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还控制了人均财政收入、农业 GDP 比重、投资增长率、人口增长率等变量。若县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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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率是影响该县( 市) 是否被纳入改革试点的关键因素，评估过程就会阐述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
结果有偏，即 DID方法并不适用于本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选择的 Probit二元回归结果如表
3。结果显示，人均财政收入、农业 GDP比重和投资增长率则在不同水平上呈现显著，系数分别为负、正、负，
表明财政实力较弱、投资增长率较低的农业大县相对更容易被纳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而本文
的研究对象县域实际 GDP增长率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了省政府挑选“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
并不是以经济增长率高低为依据。通过上述检验，确定了本研究样本选择具有随机性，这是 DID 方法有效
应用的必要前提。

( 二) 实证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两种方法进行估计，然后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在随机效

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进行选择。表 4 分别展示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随
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1) 和( 3) 分析政策改革变量对样本县( 市) 实际 GDP增长
率的影响，模型( 2) 和( 4) 重点研究政策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效果的持续性，核心变量就是是参与改革
第 i年( i = 1，2，3，4) 。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总体比较接近，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拒
绝了优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所以，下面的分析主要围绕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展开解释。

表 4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影响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县域实际 GDP增长率

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 1) ( 2) ( 3) ( 4)

政策变量
改革所有年 0． 01( 1． 19) — 0． 007( 0． 77) —
改革当年 — 0． 006( 0． 63) — 0． 007( 0． 64)
改革第 2 年 — 0． 012( 1． 18) — 0． 013( 1． 13)
改革第 3 年 — 0． 005( 0． 34) — 0． 007( 0． 34)
改革第 4 年 — 0． 044( 2． 68) ＊＊＊ — 0． 044( 2． 24) ＊＊

控制变量
人口增长率 － 0． 10( － 0． 65) － 0． 10( － 0． 65) － 0． 01( － 0． 07) － 0． 01( － 0． 07)
农业 GDP比重 － 0． 06( － 5． 00) ＊＊＊ － 0． 07( － 5． 17) ＊＊＊ － 0． 23( － 6． 64) ＊＊＊ － 0． 22( － 6． 64) ＊＊＊

投资增长率 0． 005( 0． 75) 0． 003( 0． 48) 0． 003( 0． 53) 0． 002( 0． 24)
县级市 － 0． 02( － 1． 40) － 0． 02( － 1． 41) — —
样本数量 400 400 400 400
县( 市) 个数 80 80 80 80

Wald chi2 /F值 231． 20 239． 06 32． 82 24． 55
Prob ＞ chi2 /F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R － squared 0． 34 0． 34 0． 46 0． 47

注:随机效应估计中括号内为 Z统计量，固定效应估计中括号内为 T统计量;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统计
水平显著; 上述模型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和常数项。

政策变量中，从表 3 中固定效应模型( 3) 和( 4) 的估计结果看，“改革所有年”变量系数为正，与预期一
致，但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在研究期内( 2004 － 2008 年) ，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
域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不显著。从参与改革各年度变量的估计结果看，改革每一年的系数均为正数，但是参
与改革的前三年的系数并不显著，只有到改革第 4 年才在 5%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 0． 044。
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情况下，与没有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县( 市) 相比，被直管县在参与改
革第 4 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快 4． 4 个百分点。换言之，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确可以促进被直管县
的经济增长，但是改革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直至第四年才初见成效。可能的原因有二: 其一，试点县
( 市) 经济基础较差，短期内自我发展能力难以提升。被选入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县( 市)
大多数财政实力较弱，县域发展基础不佳、欠账较多，所以刚参与改革的前三年，大部分直管县的自我发展能
力还没有根据财政体制改革配套完善起来，财政收入结构单一、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未得到解决。赖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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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远期来说，“省直管县”改革如果没有形成县级财政“造血”功能，难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能，甚
至可能陷入“越扶越贫”的怪圈［19］。其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省级财政的管理难度。
江西省省级财政的管理单元由 11个增加至现在的 92个，管理单位是改革之前的八倍多，管理事务急剧增加且
改革涉及面广，很多改革配套管理措施在改革初期难以落实，鞭策落后的约束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

控制变量中，农业 GDP比重变量在 1%统计水平上通过检验，系数为负，说明农业 GDP 比重较高的县
( 市) 的县域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各县( 市) 应基于当地传统优势进行准确的发展定位，若想走“农业强县”
之路，就应该大力发展规模经营，走生态农业和智能农业之路，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提升农业。若非传统
农业大县，则应该加速产业提档升级，因地制宜积极培育龙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主要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被普遍认为具有激活县域经济的重要作用，也正在全国各地普遍试点并推
广，但在这方面的实证证据比较少，尤其基于江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改革效果评价研究更少。本文构建了
多期 DID模型，利用江西省 80 个县( 市) 多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
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在江西确实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但是改革的效果并
非立竿见影，而是直至第四年才初见成效。控制其他变量不变，与没有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县
( 市) 相比，被直管县( 市) 的经济增长速度快 4． 4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在财政体制改革初期，县域的自我
发展能力没有得到实质性提升以及很多改革配套管理措施并未落实，待各项配套措施完善后，体制改革红利
才逐步释放。

除了配套措施不完善的问题，江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还存在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冲突问题。
“省—市—县”三级架构行政体制与省直管县两级架构财政体制并存，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地
市没有集中县级财力，但是事权仍要覆盖到县，造成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这势必影响行政管理权的执行。另
一方面，改革之后县级财权增大，但相应的事权没有得到明确。县级的人事权、经济管理权限主要掌握在地
市，县级财政的运行受到制约。况且，改革之后市县两级财政平级，会出现利益争夺、责任推诿的现象。

总而言之，从省委、省政府而言，可以考虑试点先行，进一步深化“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从顶层设计
上进行体制改革和创新，释放更多的县域活力和体制红利。江西进行了先行先试，于 2014 年 7 月在共青城
市、瑞金市、鄱阳县、丰城市、安福县、南城县等 6 个县( 市) 开展省直管县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县( 市)
自身而言，应该紧抓改革契机，改善经济结构、提高自身“造血”功能，才能逐步增强县级政府提供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确保对各项事业的投入，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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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n Counties’Economic Growth from Fiscal
System Reform on Provincial Governing County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anel Data of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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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ory，the fiscal system reform on provincial governing county has cut the financial level to im-
prove the financial self － sufficiency ability of county government，and then promoted th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
ment，but in fact，the academics have mixed reviews of the policy． Based on the five years’panel data of 80 counties
( cities) in Jiangxi province，the multi － stage DID model was constructed．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plored whether
the reform of the fiscal system of“provincial direct control county”will affect the county economy，and tested the
durability of the effec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form of Jiangxi province governing county fiscal system in-
deed could improve the growth of counties’economy，but the effect was not immediate，until the fourth year that it
worked． Compared with the counties( cities) that did not implement the fiscal system reform of“provincial direct
control county”，the provincial governing county( city)’s economy grew by 4． 4 percentage points．

Key words: provincial governing county; fiscal system reform; county economic; Multi － stage D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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